
杜正贤：浙大城市学院考古
学系主任，“南宋太庙遗址”“南宋
临安府治遗址”等考古项目领队

何建华：上海社科院研究
员、原副院长，上海文化研究中
心首席专家

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

嘉宾：

当先后交替的五个中原王朝陷入频繁战乱、遍地狼烟、生
灵涂炭时，钱镠开创的吴越国则实施“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
基本国策，为几代百姓赢得了相对和平安宁的生存、生活环
境，使之免受战争灾难。谭其骧在《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中
记载：“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
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因而杭州遂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乐土中
的天堂，其繁荣富盛，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的
了。”战乱的五代，在北方人口锐减时，仅十三州的吴越，户数
却激增至55万户，占当时全国总户数的1/6、南方总户数的1/4，
十三州人口竟然相当于整个北方中原大地的一半以上。

吴越国不失时机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经济发展中又
能紧紧抓住农业经济的命脉，即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且成就
卓著。钱镠亲临钱塘江祭天射潮，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
休的决心和气概，广泛动员民众大规模筑“捍海塘”，终于筑成
了自杭州六和塔至艮山门的数十里坚固的“捍海塘”。此后，吴
越境内沿江海处普遍修筑，仅海宁盐官这一带所修江堤即达
214里，可见规模之大。从此，杭州湾沿江沿海免受海潮冲击，

“昔之汪洋浩荡，今成沃壤平原”。

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自然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机
遇。北宋《宣和书谱》称：“方浙右富庶登丰之久，上下无事，唯以
文艺相高。”吴越国网罗文人学士，唐末名家皮光业、罗隐等都受
到礼遇。绘画艺术方面，最著名的是诗僧贯休，他的罗汉画是佛
教绘画史上的瑰宝。各地书画家“同时入吴越”，使吴越国的绘
画艺术处于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吴越国的石窟造像在当时也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吴越国的天文学也相当发达。钱
镠父母墓室都有研绘天文图，这些星象图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
史料价值。在钱元瓘墓中发现的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星象图，
所刻星象位置更为准确完整，尤其是图上刻有基本坐标线，体现
了吴越国对天文学的崇尚和天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

经济的繁荣，基础在于生产的发展，但其实现还有赖于商
贸的畅通。吴越国鼓励商贸，实行对外开放，和朝鲜、日本、新
罗、环王（越南）、室利佛逝（印度尼西亚）、占卑（苏门答腊）等
国商人通商。当时涌现出一批重要的丝绸之路港口，特别是
明州港（今属宁波市），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碇
港和交汇点。世界各地的货物诸如沙金、水银、木材、硫黄、人
参、麝香、红花，珠宝、象牙、犀角以及波斯的石油等“洋货”，由
明州进入中国；中国的重要出口货物，诸如丝绸、瓷器、茶叶、
经卷、中药等，又经过明州港被送到世界各地。海上丝绸之路
频繁的商贸活动，使地域狭小、资源短缺的吴越国，能依托整
个中国乃至海外的巨大市场而在当时实现地区富裕，这种商
业文明应是吴越国为浙江人民留下的又一重要遗产。

吴越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成就

去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七个
着力”的内涵和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从
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
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
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
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
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
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
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
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
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
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
真务实的创造精神。如何全面认识吴越国经
济政治文化的历史成就，深刻理解吴越国文
化对于延续中华文明的独特作用，充分认识
钱氏纳土归宋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期
我们邀请3位嘉宾一起探讨。

吴越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记者：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和地方
政权不断更迭，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
吴越国却得以存续72年（从公元907年后梁
封钱镠为吴越王到公元 978 年钱弘俶纳土
归宋），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史载“浙右富庶
登丰之久，上下无事，惟以文艺相高”。您认
为，原因有哪些？

杜正贤：首先，政治稳定才有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吴越国三世五王励精图治、保境
安民，实行以和为主、和平为先的政策，使两
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史料记
载，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最后
一位君王钱弘俶纳土归宋时，吴越国境内有
550680 户，而唐朝元和年间为 370940 户。
钱弘俶将吴越国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
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士卒
悉数造册献于宋朝，避免了战乱和百姓的流
离，延续了江南经济社会的繁荣富庶。纳土
归宋后，吴越国的大部分政治人才被宋朝廷
所接纳，参与到国家政治治理之中。

其次，经贸往来促进了社会发展。虽然
农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但历史经验表明，
老百姓的富裕程度与商业贸易水平往往密
不可分。吴越商人携带丝织品、陶瓷、茶叶、
印刷品等远赴海内外，贩回马匹等物，赚取
了巨额利润。

最后，社会进步带动了文化繁荣。古人
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吴
越国的建筑、教育、科技、文学、书画等独具
一格、蓬勃发展，既反映了统治阶层的审美
意趣，也折射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尚和市场
需求。并且，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往来、通商
互市，以及文人、工匠等人才交流，使得南北
文化相互影响。如公元981年，吴越国杰出
的建塔匠师喻皓被征召到北宋都城开封承
造开宝寺塔，吴越国的建筑技术就这样推广
到了北方。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
文化往来，还推动了天台宗中兴，增强了江
浙区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何建华：我认为有两点很关键：其一，三
世五王审时度势，“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实
现了政治稳定，维护了中华大一统传统。五
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战乱相续，灾荒频
仍。吴越国君王尊重中原王朝，从未称帝，
同时休养生息，使国家有能力抵御外敌入
侵，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北宋统一南
北的步伐势不可挡之时，钱弘俶又以极大的
政治魄力纳土归宋，这一决策可谓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集中
彰显。

其二，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促进了可
持续发展。开国君王钱镠治下仁慈，注重民
生。据记载，当时中原王朝准许钱镠修建一
座王府，风水先生建议填西湖造王府，风水
好，有王气，钱家可享千年江山。但钱镠坚
决不同意，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
民，我还要王气干什么？”他不但没有围填西
湖，还设立“撩湖兵”，专门从事西湖等水域
的疏浚工作。他所流传下来的《武肃王遗
训》，作为帝王家训，将“爱兵恤民”“民为贵，
社稷次之”等写入其中，得到历代君王贯
彻。北宋文学家苏轼在《表忠观记》中高度
评价，“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
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
甚厚”。

余新忠：一方面，钱镠个人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钱镠非常懂得把握局势，知道
怎样利用现有条件更好地发展自身事业。
在外交上，他有理有利有节，既有柔软的身
段，又有强硬的手段。无论是向中原各王朝
称臣纳贡甚至派遣使者远赴契丹，还是配合
中央出兵讨伐刘汉宏、董昌以及南唐等，抑
或是与日本、高丽等海外各国建交，都拓展
了吴越国的发展空间，维系了相对和平的外

部环境。钱镠在社会治理上也很有自己的
思路，不满足于百姓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很
重视教化民众，推动精神文化事业发展。吴
越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文化和饮
食文化都很有特色，形成了“东南佛国”“丝
绸之府”等文化范畴。

另一方面，钱氏王族家族文化的传承，使
得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念得以延续。钱镠虽
然出身草莽，但深知家风家教的重要性。他
将“善事中国”“爱兵恤民”“化家为国”等基本
国策和“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以家训的形式
传承下去，教导子孙“绍续家风，宜明礼教”

“慎体吾意”“毋负吾训”。正是因为君王修身
立德、以民为本，吴越国史上没有发生严重的
内乱现象，君民和睦相处。及至后来，钱弘俶
纳土归宋，同样是对祖训的一种遵循。

吴越国文化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记者：如何评价吴越国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历史成就？吴越国文化对后续的
两宋乃至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哪些重要
影响？

何建华：吴越国全盛时疆域覆盖今浙江
全境以及江苏苏州、上海与福建福州。虽然
存续不足百年，但在乱世之中守护了一方百
姓，为当时中国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更为延续中华文脉留
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

在政治上，吴越国三世五王均遵循“保
境安民”的国策。“保境安民”既包含外交政
策，也反映了对内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吴
越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积极朝贡，中原各
政权也不同程度地给予了认可和庇护。在
对内政策上，吴越国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为
国防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条件
的不断改善，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末
代君王钱弘俶遵循祖训、纳土归宋，实现了
政权的和平更替、国家的和平统一，这对江
南百姓免遭战乱之苦，以及后来南宋王朝建
都临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上，吴越国注重以发展生产增强
国家实力。钱镠倡导并坚持“以民为本，民
以食为天”的政策，大兴水利，奖励垦荒，广
种桑麻，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吴越国的对外贸易。当时，杭州、明州

（今宁波）、台州、温州等都是重要的港口城
市。吴越国向海外出口丝织品、瓷器等物，
又进口朝鲜的马匹、药材，日本的沙金、木
材，大食的猛火油等。《旧五代史》卷一三三

《钱佐传》记载，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
万”，足见其航海贸易的规模。

在文化上，吴越国十分重视以文兴国。
史料记载，吴越国专设“握发殿”“择能院”以
选拔人才，钱镠还专门派画家在松江边境为
南下的北人画像，从中物色人才。中原名流
精英纷至沓来，中原地区繁荣的文化和先进
的科技也随之传入，与吴越本土文化交融，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建筑、工艺、文学、绘画、
藏书、天文等文化现象，为唐代以来豪放、磅
礴的中华主流文化增添了一分江南的内敛
与婉约。

余新忠：吴越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的建设，推动了两宋以来经济文化重心的进
一步南移，奠定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发
展的基础，也为如今江浙地区强劲的经济实
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了铺垫。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地
带。历史上较长一段时期，南方远不如北方
发达，直至隋唐，仍有杜甫等人发出“江南瘴
疠地，逐客无消息”等感叹。吴越国的统治
者对城市的建设，极大地影响了江浙地区的
风貌。钱镠自担任杭州刺史起三筑杭州城，
向外拓建新城、扩筑罗城，打造易守难攻的

“腰鼓”地形，组织修筑捍海石塘，抵御潮患；
向内修建道路、渡口、码头，大修宫室台馆、
市坊民居，完善基础设施，逐步形成“南宫北
城”“前朝后市”的城市格局。杭州一跃成为

“东南第一州”，对南宋都城选址临安以及此
后杭州在全国城市地位的提升发挥了直接
作用。钱镠之子钱元璙驻守苏州后，与他的
次子钱文奉经营 60 年，修水利、建园林、收
珍藏，把苏州建成了一个宜居城市。特别是
吴越时期的很多园林建筑，如南园、东墅等，
成为苏州文化的象征。明清时期很多达官
贵人致仕后选择去苏州生活，原因之一也是
苏州的人文环境满足了文人的理想生活
追求。

杜正贤：种种考古发现表明，吴越国的
科学技术已经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吴
越国向中原王朝纳贡及海外销售的货品包
括金银工艺品、丝绸、青瓷、茶叶等。其中多
地出土的越窑青瓷制作巧妙精美，表明当时
制瓷技术已相当高超。秘色瓷更是越窑青
瓷中的精品，如冰似玉、无水似水，代表了同
时代的最高工艺水平。青瓷的盛行对宋韵
文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吴越国王室
墓葬中保留下来的天文星象图，细致精准，
是已知我国时代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之一。
再者，吴越国的治水理念和水利技术也十分
先进。钱氏王族修筑的捍海石塘，用竹笼填
石与榥柱相结合的筑塘固塘方法，解决了长
期以来困扰和制约钱塘江流域发展的潮患
难题，是中国海塘修建史上的一次重大突
破；杭州、苏州等地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
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规模化塘浦圩田体
系，至今仍是江南地区一大农业景观，大大
提升了农业生产力，“苏湖熟，天下足”“上有
天堂，下有苏杭”等谚语广为流传。最后，由
于统治者对佛教文化的推崇，吴越国的佛塔
建造和印刷技艺均十分发达。杭州的六和
塔、保俶塔、雷峰塔、白塔，苏州的虎丘塔等，
都是始建于吴越国的名胜古迹；吴越国大批
量印制佛经，使杭州成为五代、两宋时期全
国的刻书中心。

充分认识钱氏纳土归宋的时代意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
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
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在您看来，吴
越国文化具有哪些时代价值？

杜正贤：第一，政治稳定是大前提。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
的发展改革稳定任务更加艰巨。古代吴越
国始终坚持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奉
中原王朝为正朔的大一统思想，为中原王朝
实现一境之安，甚至可看成为大一统国家作
准备。这也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
一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
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
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
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
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
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
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
所系。”

第二，开放的步伐不能停。吴越国自然
环境并不优越，海运打通后，贸易市场更大
更广了。有学者认为，吴越国昭示着“浙江
海洋时代的勃兴期和明州海丝文化兴盛期
的到来”。当前，我们正大力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吴越国可以提供借鉴。

第三，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
传承和发展。吴越国在传承延续中华文化
上发挥了其他地方政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
用，在文学艺术、人才教育、工艺营造等方面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我们要深刻意识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
辉煌。

余新忠：吴越国文化生动诠释了“发展”
与“稳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
关系。

顶层设计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符合时代潮流。五代十国时期群雄割据，刘
汉宏、杨行密、董昌等人都企图自立称帝。
而吴越国君王立足两浙，尊奉中原，交邻有
道，争取用外交手段而不是战争来谋求和
平，用互惠的方式而不是侵略来实现发展，
最终成为五代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的一个
政权，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当协调发展。
得益于重视民生的治理政策、农商兼顾的发
展模式、向海图强的开放策略，吴越国经济
高度发达。同时，统治者也很重视形而上的
建设，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当
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
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同样需要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
质基础，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何建华：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江浙沪地区尤其是浙江，作为古代吴
越国的疆域，在文化传统上深受吴越国文化
的影响。吴越国文化所具有的勇于开拓、追
求开放、崇文尚学等特质，在这片土地上孕
育沉淀、传承创新，又与各种外来文化相互
借鉴、融合发展，共同形塑着江浙沪地区的
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明清时期绚丽多彩
的江南文化就是一大表现。与此同时，文化
的力量深入经济社会肌理，对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尤其
是改革开放以来，江浙沪地区之所以能走在
前列，离不开优秀传统
文化的熏陶。当下，我
们正大力推动人文经
济学研究和人文经济
发展，吴越国可以提供
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吴越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深层逻辑
本报记者 潘如龙 周宇晗 吴 晔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潘如龙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存续时间最
长、最稳定的一个地方政权。充分挖掘吴
越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对于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浙江新篇章、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
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
甚厚。”苏轼曾这样盛赞吴越国。其祥和景
象，在乱世年代实属难得。这首先得益于
钱氏始终奉行中华大一统理念，坚持“善事
中国、保境安民”国策。善事中国、奉中原
王朝为正朔，既是强化吴越国政权合法性
的务实之举，也为吴越国赢得抗衡强邻的
制约力量。“保境”，是在动荡年代抵抗外敌
侵扰，保护一方百姓，为中原王朝实现一境
之安，甚至可看成为大一统国家作准备。

“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
蚕织”。钱镠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
他重视民生，修城池、凿水井，设养济院、育
婴堂。他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从公元 907
年被封为吴越王，他就开始了治下的休养
生息和有规划的生产建设。钱镠带领百姓
创新修筑了捍海石塘，历史性地解决了杭
州咸潮侵袭问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动
人故事。同时，他还对吴淞江、太湖、西湖、
东钱湖等进行了全面治理。钱镠在太湖地
区招募“撩浅军”进行“圩田”，在西湖组建

“撩湖兵”疏浚西湖。钱镠当政时期，农业
基本丰收，“斗米十文”。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与民生息，才能使社会
和谐、百姓诚信。

“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航海所入,
岁贡百万”。当时的杭州港航运繁忙，吴越
国对外贸易收益丰厚。918 年，吴越国失去
了陆路与中原交往的北、西、南三个方向的
所有通道，于是只能向东从海上加强与外
界的交往，北与契丹、朝鲜半岛、日本来往，
南与东南亚国家、印度开展贸易，西至阿拉
伯甚至非洲国家。唐代宁波的户数不到金
华的 1/10，北宋时即增至金华的 4/5 强。可
见，吴越国时发达的航运使宁波的人口骤
增。浙江向海而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始发地，吴越国时期是浙江走向海
洋的关键时期，这可谓与时俱进的浙江精
神中“开放图强”的重要注脚。

充分挖掘
吴越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之江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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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学习有理有理》》特别策划特别策划““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

■ 2003年7月10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

上指出：“浙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
息⋯⋯浙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融会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
质，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融合了吴越文化与中
原文化之精髓，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激荡。”

习近平同志
关于吴越国文化重要论述

■ 2006年1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一文中指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从大禹的因势利导、
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
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无论是王充、王
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无论是
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
善举；等等，都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 2003年9月29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

语”专栏发表《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指出：“在西湖
四周，留下了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的深刻印记，留
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佳话诗篇，留下了不少民族英雄的悲歌
壮举，留下了许多体现杭州先民勤劳智慧的园、亭、寺、塔。”

“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
去，发扬光大。”在习近平同志的关怀指导下，西湖综合保护
工程挖掘和还原许多西湖周边的历史文化景观，将西湖的
园、亭、寺、塔与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相结合，丰富
了西湖风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

■ 2006年5月30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成果文库”作的总序中指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
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
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
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
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
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
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
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
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 2015年12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城市发展不仅要

追求经济目标，还要追求生态目标、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树立“绿
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强化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
等理念，将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规
模的基本依据。他特别指出，以杭州为例，唐代白居易立《钱塘湖
石记》，确立了保护西湖的准则。五代钱镠继续延续保护西湖的思
路。宋代苏东坡上书疏浚西湖，提出西湖的五重价值。正是因为
有了白居易、钱镠、苏东坡等对西湖的持续保护和风景营造，才有
了现在的“人间天堂”。

（以上内容均见公开报道、公开出版物）


